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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析(Meta-Analysis)· 

时间压力对个体工作结果的作用效果:  

基于元分析的证据 

袁  悦  吴志明  谢秋实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  虽然时间压力在工作场所中非常普遍且很重要, 但尚未有研究提供关于时间压力如何影响员工绩效

和行为结果的全面解释。本研究通过文献检索、筛选和编码, 对 78 项研究的 82 个独立样本(总样本 N = 25056)

进行了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时间压力与个体工作绩效、亲社会行为和主动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与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进一步地, 本研究检验了文化差异、团队相依性和评价来源的调节效

应。首先, 在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背景下, 时间压力与个体亲社会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而在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背景下, 时间压力与个体主动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其次, 相

对于低团队相依性而言, 在高团队相依性情境中, 时间压力与个体工作绩效、创新绩效以及亲社会行为之间呈

现出更为积极的相关关系; 最后, 相对于他评的数据而言, 时间压力与自评的工作绩效和员工行为之间呈现

出更为积极的相关关系。本元分析为时间压力对个体工作结果的影响效果提供了综合而可靠的结论, 也为未

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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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

速迭代, 一个以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

糊性为特征的 VUCA 时代已经到来(Bennett & 

Lemoine, 2014; Nikseresht et al., 2022), 这使得企

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Santoso et al., 2019)。在

此背景下, 员工的工作压力日益增加, 因为在有

限的时间内完成大量任务逐渐成为工作常态。因

此, 时间作为一种重要资源, 对员工的重要性愈

发凸显。当个体面临“需要时间”而又“缺乏时间”

这一时间悖论和张力时 ,  就会产生时间压力

(Time pressure), 即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与工

作相关的任务而产生的压力(Kinicki & Vecchio, 

1994)。确实, 组织情境中的时间限制往往会给员 

                     

收稿日期: 2022-11-11 

通信作者: 袁悦, E-mail: yuany.18@sem.tsinghua.edu.cn 

工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和工作量, 任何被迫在截止

日期前完成特定任务的个体都会经历时间压力

(Szalma et al., 2008)。那么, 个体会如何协调工作

中的时间压力? 对时间压力的评估和应对过程是

因人而异的, 有些人能够成功应对而有些人则应

对失败。学术界对时间压力和员工绩效或行为结

果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Bormann, 2020; 

Sijbom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21), 这些研究

为丰富时间压力的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尚未得

出一致结论。那么, 时间压力的影响效果到底如

何 ?  元分析通过总结和分析各种研究的结果

(Rosenthal & DiMatteo, 2001), 可以得出更具说服

力的可靠结论(Borenstein et al., 2011), 更有助于

我们研究时间压力到底如何影响员工绩效或行为

结果。然而, 之前没有任何研究对这一庞大的文

献进行过元分析, 即使是相关的元分析也只是将

时间压力作为挑战性压力源之一, 并只关注了少

数结果, 例如创新绩效(王佳燕 等, 2022), 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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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关于时间压力如何影响员工绩效和行为结果

的系统且全面的理解。因此, 我们开展了第一篇

关于时间压力如何影响个体工作结果的综合性元

分析, 总结了时间压力的诸多影响结果, 包括工

作绩效、创新绩效、亲社会行为和主动行为。通

过元分析探讨时间压力的影响结果有助于了解这

些影响并制定适当的应对策略, 为组织如何管理

个体所经历的时间压力从而促进员工绩效提供对

策和建议, 这也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都非常关注

的重要问题。 

进一步地, 学术界对于时间压力到底是有益

于还是有害于员工绩效或行为结果尚未得出一致

结论。第一, 支持单纯线性观点的研究认为时间

压力对员工结果存在负面影响或正面影响。例如, 

Andrews和 Smith (1996)认为时间压力负向影响创

新绩效, 而 Ohly 和 Fritz (2010)的研究则发现时间

压力会促进工作中创造性想法的产生 , 并且

Wang 等(2021)的研究也证明时间压力有益于员工

的工作绩效, 包括任务绩效和情境绩效。第二, 一

些研究支持时间压力与员工结果呈现出非线性关

系的观点。例如, 既有研究支持“过犹不及”效应, 

即时间压力与创新绩效呈现倒 U 型曲线关系

(Baer & Oldham, 2006), 也有研究支持“多多益

善”效应, 即时间压力与创新绩效呈现 U 型曲线

关系(Aleksić et al., 2017)。第三, 还有研究者基于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框架 , 把时间压力分为挑战

性−阻碍性时间压力(Chong et al., 2010), 并发现

它们对员工结果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 挑战

性时间压力与创新绩效正相关, 阻碍性时间压力

与创新绩效负相关(Chen et al., 2021)。因此, 这些

混淆的研究结论暗示着时间压力影响员工结果的

过程可能取决于一定的边界条件, 而梳理这些情

境因素不仅有利于从理论上了解时间压力的影响

结果, 更有利于在实践上为管理时间压力提供对

策和参考。例如, 已有研究聚焦个体所经历的时

间压力, 却忽略了个体所在团队特征这一情境因

素。以创新绩效为例, Hülsheger 等(2009)基于输入

−过程−输出模型(Input−process−output model)的

元分析发现, 相较于个人层面测量的创新绩效而

言, 团队过程变量与团队层面的创新绩效的关系

更为密切。这暗示着团队特征可能是时间压力影

响员工结果的重要边界条件之一。 

具体地, 本研究基于压力交易理论(Transactional 

stress theory)来深入探讨时间压力对个体的作用

效果以及可能的边界条件。该理论强调了个体对

压力的认知评估和应对过程, 即个体对经历的时

间压力产生不同的认知评估(例如威胁性或挑战

性), 从而启动不同的应对策略(Lazarus & Folkman, 

1984)。本研究认为, 不同情境中对时间压力的差

异化评估过程是导致时间压力产生不同影响结果

的原因。因此, 本研究将对时间压力和员工结果

的关系进行元分析, 并深入探讨其可能存在的边

界条件, 以进一步明晰什么时候时间压力会被积

极评估从而有益于员工结果, 以及什么时候它会

被消极评估从而对员工结果产生不利影响。通过

更全面且深入的元分析 , 整合以往的实证研究 , 

本研究拟分析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时间

压力在多大程度上预测员工绩效结果和行为结果? 

第二, 时间压力对员工结果的影响是否受到文化

差异、团队相依性以及评价来源的调节作用? 因

此, 本研究首先分析时间压力与员工结果之间的

总体效应 , 然后探讨三种情境因素对时间压力−

员工结果关系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 通过元分析考察时间压力对个体

的作用效果以及可能的边界条件, 本研究对时间

压力文献有着重要的理论拓展和贡献。第一, 本

研究结论丰富了时间压力与员工结果的相关研

究。虽然以往研究大多将时间压力视为挑战性压

力源(LePine et al., 2005; Rodell & Judge, 2009; 

Zhang et al., 2014), 且认为它是促进个人和团队

成果的有利因素(Zhang et al., 2019), 但本研究结

论表明个体时间压力并不总能带来积极结果。具

体地, 时间压力有益于员工的工作绩效、亲社会

行为和主动行为, 但它与员工创新绩效的正相关

关系并不显著, 这表明时间压力并不总会被积极

地评估。第二, 本研究基于压力交易理论探讨了

时间压力与员工结果关系之间的边界条件。时间

压力与员工结果的混淆研究结论可能是因为不同

情境中员工将时间压力评估为挑战性的程度不

同。具体地, 本研究发现, 首先, 在高权力距离、

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背景下, 时间压力与亲社会

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而在低权力距

离、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背景下, 时间压力与主

动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其次, 相对于

低团队相依性而言, 在高团队相依性情境中, 时

间压力与工作绩效、创新绩效以及亲社会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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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呈现出更为积极的相关关系; 最后, 相对于他

评的数据而言, 时间压力与自评的工作绩效和员

工行为之间呈现出更为积极的相关关系。这些研

究结果不仅拓展了压力交易理论的应用范围, 还

为厘清时间压力与员工结果之间的边界条件提供

了较为综合和系统的参考。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压力交易理论 

压力交易理论强调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双向性, 

即产生压力的不仅仅是个人或环境, 而是两者之

间的复杂交互过程(Lazarus & Folkman, 1984)。具

体地, 个体不断地评估环境中的刺激, 从而启动

不同的应对策略来管理情绪或试图直接解决压力

源本身。Lazarus 和 Folkman (1984)描述了评估的

两种核心形式, 即初级评估和次级评估。初级评

估赋予个人/环境交互过程的特定意义, 并确定该

过程对个人福祉的重要性 (Lazarus & Folkman, 

1984)。若个体认为该压力有益于自身的成长和发

展, 则通常将其评估为挑战性; 若个体认为该压

力有碍于自身利益时, 则通常将其评估为阻碍性

(Lazarus & Folkman, 1984)。在初级评估的基础上, 

个体还会进行次级评估, 以作为初级评估结果的

补充。次级评估主要涉及到个体对于自身应对方

式可行程度的评估(Kraimer et al., 2022), 确定了

个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管理压力 (Dewe & 

Cooper, 2007)。 

当一种情况被评估为有压力(初级评估)并且

需要努力管理或解决事件(次级评估)时, 应对措

施就会实施(Folkman & Lazarus, 1988)。应对是以

过程为导向的, 当个体将某一情况评估为有压力

时 , 需要采取有意识和有目的的行动(Lazarus & 

Folkman, 1984)。例如, 面对被评估为具有挑战性

的压力时, 个体通常会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因

为他们会预期克服压力后所带来的工作绩效、晋

升及未来成长等方面的收益与回报(Webster et al., 

2011)。然而, 阻碍性压力会让个体产生难以克服

压力的恐惧, 以及预期未来在工作绩效和职业发

展等方面所面临的损失, 因此会在工作中采取消

极应对策略(Boswell et al., 2004)。最后, 不同的应

对策略会产生不同的应对结果。个体还会经历认

知重新评估的过程以确定应对努力是否成功, 或

确定情境的性质是否已从压力变为无关或良性

(Lazarus & Folkman, 1984)。成功的应对可能会产

生积极结果, 但不成功的应对可能会启动进一步

的应对策略, 持续的失败会导致消极结果。 

本研究基于压力交易理论认为, 个体对时间

压力的评估过程是影响应对结果的关键, 并且不

同情境中个体对时间压力的评估过程和结果也有

所差异。一些情境中个体倾向于更积极地评估时

间压力, 从而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后能够带来积

极结果; 相反, 一些情境中个体倾向于以消极的

方式评估时间压力, 从而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后

导致消极的结果。基于此, 本研究将首先探讨时

间压力是否能够促进员工绩效结果或行为结果 , 

并进一步探讨不同情境中个体对时间压力的评估

如何影响时间压力与员工结果之间的关系。 

2.2  主效应假设 

作为工作要求的一种, 时间压力通常表现为

个体感知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Baer & Oldham, 2006; Kinicki & Vecchio, 1994)。

以往研究认为, 时间压力虽然会给个体造成一定

的压力体验, 但也可以带来更多的学习和成长机

会(LePine et al., 2005; McCauley et al., 1994)。因

此, 个体经过压力评估后, 往往预期它将有益于

发展 , 将其评估为一种挑战性压力 (王佳燕  等 , 

2022; Cavanaugh et al., 2000; LePine et al., 2005; 

Podsakoff et al., 2007; Zhang et al., 2014), 从而采

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基于此, 本研究推测个体在

面对时间压力时会展现出更高水平的绩效结果

(包括工作绩效、创新绩效)和采取更加积极的工作

行为(包括亲社会行为、主动行为)。 

第一, 时间压力有助于提升个体工作绩效。

首先, 个体在应对时间压力时往往会产生积极的

心理预期。他们通常会对时间进行挑战性评估

(Ohly & Fritz, 2010), 并预期成功应对时间压力所

带来的收益, 这种积极预期可以满足个体内心的

成就感并获得外界的认可(Zhang et al., 2014), 从

而激励员工更专注地投入到任务之中。其次, 个

体在应对时间压力时, 往往会有更加明晰的工作

相关的任务目标(LePine et al., 2005), 清晰的工作

目标不仅有助于个体化解压力相关的情绪体验 , 

还能够提升个体的压力应对策略并增加对任务的

专注度 , 从而有助于个体提升相应的工作绩效

(Locke & Latham, 2002; Sheldon & Elliot, 1999)。

最后, 时间压力往往能激发个体对于认知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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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Maule et al., 2000), 使个体有着更为高效的

工作模式, 进而有助于工作绩效的提升。综上所

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a): 时间压力与个体工作绩效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 

第二, 时间压力有助于提升个体创新绩效。

个体的创新绩效涉及到新颖且有用观点的产生、

阐述、倡导以及实施(Amabile, 1983; Perry-Smith 

& Mannucci, 2017)。一方面, 为应对有限的时间所

带来的约束, 个体往往会打破常规并思考新颖的

解决方案, 这种探索不同要素的重新整合是一种

有效的时间压力应对策略, 有助于创造性观点的

产生(Stokes, 2005)。另一方面, 时间压力使得个体

在有限的时间内更有动力去探索解决方案并迅速

推广实施。Amabile (1988)的创造力构成模型

(Componential framework of creativity)提出, 当个

体的内部动机更为强烈时, 其更有可能会产生创

新想法, 也更能够使得个体参与到创新相关的任

务之中。后续的实证研究发现, 当日常时间压力

被评估为具备挑战性时, 个体的专注程度明显提

升, 这种工作中的最佳刺激和参与会促进创造性

想法的产生(Ohly & Fritz, 2010)。综上所述, 本研

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b): 时间压力与个体创新绩效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 

第三 , 时间压力有助于提升个体亲社会行

为。亲社会行为是指符合社会期望且对群体有益

的行为(Penner et al., 2005)。为了应对时间压力所

带来的环境改变, 个体也会采取亲社会的应对策

略。首先, 时间压力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合作互助

意识 , 从而使得个体展现出更多合作行为(Kelly 

& Karau, 1999)。这些互助行为有助于个体获得团

队内其他成员的帮助和支持(Deckop et al., 2003), 

成为应对时间压力的有效策略。因此, 在时间压

力下, 个体通常将亲社会行为作为一种获取他人

帮助和提升工作效率的有效方式。其次, 高压力

的环境使得个体不仅更加关注自身行为, 还倾向

于关注团队中其他成员的行为方式, 这让个体对

于 如 何 与 团 队 协 作 有 更 好 的 理 解 (Weick & 

Roberts, 1993), 从而有助于激发个体的亲社会行

为。最后, 参与亲社会行为有助于个体应对压力

所带来的负面心理体验并获得积极的工作情绪

(Fredrickson, 2001), 由此 , 在时间压力下 , 个体

也会将亲社会行为作为一种应对消极情绪的有效

方式。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c): 时间压力与个体亲社会行为呈现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第四, 时间压力有助于提升个体主动行为。

主动行为是指员工主动改善当前环境或创造新环

境, 它涉及挑战现状, 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当前的

条件(Crant, 2000)。一方面, 时间压力往往意味着

个体没有处在最理想的工作情境中, 这会启动个

体的压力评估和应对机制, 使个体采用主动行为

来改变环境现状以应对更高的工作需求 (Fay & 

Sonnentag, 2002; Ohly & Fritz, 2010; Sonnentag, 

2003)。另一方面, 时间压力能够激发个体的行动

导向(Gevers et al., 2006)。在时间压力下, 个体往

往更关注于如何采取行动以实现既定目标, 并通

过调整任务的优先级将绩效要求放到更优先的位

置, 这也有助于个体更加主动地调动资源以实现

预期目标(Gevers et al., 2006; Kasser & Sheldon, 

2009)。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d): 时间压力与个体主动行为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 

2.3  文化差异的调节作用 

在工作情境中, 文化被认为是塑造员工感知

和 理 解 工 作 相 关 特 征 的 重 要 因 素 (Hofstede, 

1980)。其中 , 时间压力是员工较为普遍的经历 , 

而个体对时间压力的解读、评价和应对方式可能

因其文化背景而存在显著差异 ( 王佳燕  等 , 

2022)。为此, 本研究选取了权力距离、个人−集体

主义和长期−短期导向作为调节变量 , 分析不同

文化情境下, 时间压力对于个体绩效(包括工作绩

效、创新绩效)以及工作行为(包括亲社会行为、主

动行为)的影响效果的差异。具体而言, 权力距离

体现了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领导者有足够的权

威 来 指 导 员 工 的 行 为 (Graham et al., 2018; 

Kirkman et al., 2006); 个人−集体主义体现了个体

对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相对重要性的认识

(Wagner, 1995); 而长期−短期导向则体现了个体

在多大程度上重视长期目标和未来奖励的实现

(Bond et al., 2004; Hofstede & Bond, 1988)。 

第一, 在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长期导向

的文化背景中, 时间压力与个体工作绩效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会更强。首先, 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

背景中, 个体通常会对权威有着更高的信任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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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遵从自上而下的指挥和协调, 且往往有着更加

结构化的沟通渠道(Hofstede, 1980)。面对时间压

力时, 高权力距离背景下的个体可能会更加依赖

权威的指示和决策, 这些清晰明确的任务和目标

有助于个体积极应对时间压力带来的紧张感, 从

而更加投入任务并获得更好的绩效表现; 而低权

力距离背景下的个体需要自主决策, 缺乏来自上

级的压力应对方案 , 因此不利于实现高工作绩

效。其次, 在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中, 个体在应对

时间压力时, 能够寻求更强的情感支持、鼓励以

及实践上的帮助(Tata & Leong, 1994), 这有助于

个体提升对于成功应对时间压力的信心, 并进一

步提升工作绩效; 相较之下, 个人主义文化背景

下的个体在应对外界环境时较少考虑集体的力量, 

这种应对策略不利于发挥时间压力对工作绩效的

促进作用。最后, 长期导向的文化更强调持续的

学习和进步(Hofstede, 2001), 这有助于个体在面

对时间压力时采用更加积极的态度来主动寻求学

习和成长的机会, 进而发挥时间压力对工作绩效

的促进作用; 而在短期主义的文化背景中, 个体

更加关注于当下的绩效表现, 由于时间压力下维

持绩效的不确定性, 个体更可能将时间压力视为

一种对绩效的威胁, 因此不利于发挥时间压力对

工作绩效的促进作用。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2 (a): 文化差异调节了时间压力与个体

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相比于低权力距离、个人

主义、短期导向的文化背景, 在高权力距离、集

体主义、长期导向的文化背景中, 时间压力与个

体工作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 

第二, 在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长期导向

的文化背景中, 时间压力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会更强。首先, 个体创新涉及到创意

产生到创意实施等一系列过程 (Perry-Smith & 

Mannucci, 2017), 高权力距离的文化背景往往伴

随着更加集中的决策制定结构 (Hofstede, 1980), 

这有助于个体过滤无关及低效率的信息与方案 , 

并聚焦到创新所必需的信息资源之中。并且, 更

加集中的决策方式有助于化解创意推广中的不确

定性 , 从而能够更好地推广创新想法 (Shane, 

1995)。因此, 在高权力距离背景下, 即使个体面

临较大的时间压力, 他们也能够利用高权力距离

的一些优势并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来缓解压力带

来的消极影响, 从而提升创新绩效。其次, 高集体

主义的文化强调团队的合作与互助 (Hofstede, 

1980), 而合作精神能够更进一步促进信息分享与

知识传播。考虑到在时间压力下, 个体往往会寻

求不同寻常的解决方案, 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

信息交流和合作则有助于个体更及时有效地获取

所需信息(Arpaci & Baloğlu, 2016), 这些信息为个

体成功应对时间压力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和思路 , 

从而有助于个体取得更高的创新绩效。最后, 长

期导向的文化往往更关注于学习过程(Hofstede, 

2001), 在应对压力的过程中会有更为平稳的心

境。长期导向的员工在时间压力中所表现的积极

情绪以及自我效能感有助于发挥自身的创造性 , 

最终展现出较高的创新绩效。综上所述, 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 (b): 文化差异调节了时间压力与个体

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相比于低权力距离、个人

主义、短期导向的文化背景, 在高权力距离、集

体主义、长期导向的文化背景中, 时间压力与个

体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 

第三, 在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长期导向

的文化背景中, 时间压力与个体亲社会行为之间

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首先, 在高权力距离文化

中 , 领导力和权威得到强调和尊重 (Hofstede, 

1980), 在面对时间压力时, 员工更愿意听从领导

的指挥以发挥时间压力所带来的协同效应, 他们

会采取亲社会的应对策略, 从而增加展现亲社会

行为的可能。并且, 高权力距离文化中员工更倾

向于遵循既定的规则和程序(Hofstede, 1980), 在

面临时间压力时遵循这些规则和程序有助于降低

混乱和不确定性, 从而使员工在紧张环境中仍能

表现出亲社会行为(Farh et al., 2007)。其次, 在高

集体主义文化中, 团队协作和互助被认为是至关

重要的(Wagner, 1995)。面对时间压力时, 员工可

能更加倾向于互相支持并分担工作任务, 这些都

是员工应对时间压力的有效策略, 从而增强时间

压力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最后, 在长期导

向的文化背景中, 个体更关注长期的目标和利益, 

也更加重视协作和互助(Hofstede & Bond, 1988), 

这促进个体采用亲社会的方式来应对时间压力。

相比之下, 在短期导向的文化背景中, 时间压力

可能使得个体更加关注于短期的利害得失, 这些

应对策略会减少个体的亲社会行为。综上所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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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 (c): 文化差异调节了时间压力与个体

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相比于低权力距离、个

人主义、短期导向的文化背景, 在高权力距离、

集体主义、长期导向的文化背景中, 时间压力与

个体亲社会行为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 

第四, 在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长期导向

的文化背景中, 时间压力与个体主动行为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会被削弱。首先, 高权力距离的文化

使得个体更倾向于尊重领导权威, 遵循既定的规

则和程序(Hofstede, 1980), 往往依托于已知路径

解决问题(Brockner et al., 2001), 这些策略会降低

个体在时间压力下采用主动行为的可能性。相较

之下, 在低权力距离的文化中, 个体所面对的时

间压力越强, 就越倾向于采用变革行为来改变现

状, 所以时间压力对于主动行为的促进作用会更

强。其次, 在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中, 员工更注重

团队的作用(Earley, 1993), 因此会更加遵守团队

的期望和行为方式(Hofstede, 1980), 而非尝试突

破性的主动行为。并且, 集体主义文化强调遵循

社会规范和维护人际和谐(Hofstede, 1980)。在时

间压力下, 员工可能会优先保持和谐, 避免主动

行为导致的潜在冲突(Gelfand et al., 2006), 从而

降低了时间压力对于主动行为的促进作用。最后, 

在长期导向的文化背景中, 员工具有较高的忍耐

和稳定性(Hofstede, 1980, 2001), 尽管遇到更高的

时间压力, 长期导向文化下的个体会更注重保持

现状和稳定, 这些应对策略都会减少个体展现出

主动行为的可能性。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2 (d): 文化差异调节了时间压力与个体

主动行为之间的关系, 相比于低权力距离、个人

主义、短期导向的文化背景, 在高权力距离、集

体主义、长期导向的文化背景中, 时间压力与个

体主动行为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弱。 

2.4  团队相依性的调节作用 

压力交易理论提出, 个体和团队在评估压力

事件时会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 独立的个体和团

队情境下的个体在应对压力时所采取的方式和策

略也往往不同(Lazarus & Folkman, 1984)。确实, 

作为组织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团队是组织设计

中常见的重要形式(Mohrman et al., 1995), 拥有众

多成员的团队更有利于提供广泛的资源、知识和

技能以在不确定和复杂环境中完成任务(Stewart, 

2006)。在诸多团队特征中, 团队相依性是团队形

成的首要原因和决定性特征(Campion et al., 1993), 

也是团队区别于个体的核心特征之一(Hülsheger 

et al., 2009)。本研究尝试从个体所处不同团队特

征的视角, 提出团队相依性有助于个体对时间压

力进行积极评估, 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策略并带

来积极结果。因此, 本研究预期团队相依性能够

调节时间压力与工作绩效、创新绩效、亲社会行

为和主动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 

第一, 团队相依性能够调节时间压力和个体

工作绩效之间的积极关系。在高相依性的团队中, 

个体与团队中其他成员的人际互动、沟通和合作

水平更高(Van der Vegt & Janssen, 2003)。因此, 当

面对时间压力时, 处于高相依性团队中的个体更

有可能依靠团队中其他成员的支持来应对压力 , 

这有助于个体提升成功应对时间压力的信念感 , 

从而采取更加积极的压力应对策略, 最终取得更

高的工作绩效。相反, 当团队相依性程度较低时, 

个体不得不真正完全独立面对时间压力。此时的

时间压力可能被个体评估为具有阻碍性, 并让个

体聚焦在压力应对失败后的自身得失从而无法关

注任务本身(LePine et al., 2005)。因此, 时间压力

在低相依性的团队中可能并不利于个体产生高水

平的工作绩效。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 (a): 团队相依性调节了时间压力与个

体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即当团队相依性较高时, 

时间压力与个体工作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 

第二, 团队相依性能够调节时间压力和个体

创新绩效之间的积极关系。一方面, 高相依性的

团队体现为团队成员之间能够充分分享自己对于

事情的看法和认识 (Johnson, 1973; Johnson & 

Johnson, 1989), 这有助于满足个体在高时间压力

下搜集新观点和新想法的需求, 从而找到成功应

对时间压力的有效策略; 而低相依性的团队缺乏

彼此之间沟通和协作, 这也使得个体在时间压力

之下难以及时找到有效应对压力的新观点和新思

路。另一方面, 创新绩效还涉及到个体对于新观

点的推广和实施(Perry-Smith & Mannucci, 2017)。

在高相依性的团队之中, 个体能够更有效地沟通

和交流在时间压力下所产生的新观点, 能够得到

更多的团队支持(Runhaar et al., 2014), 从而有助

于产生更高水平的创新绩效。相比之下, 在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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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性的团队中, 个体除思考新观点外, 还需额外

关注如何向团队成员推广自己的新观点, 这也导

致在有限的时间内个体创新的难度增大, 不利于

取得更高水平的创新绩效。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 3 (b): 团队相依性调节了时间压力与个

体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即当团队相依性较高时, 

时间压力与个体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 

第三, 团队相依性能够调节时间压力和个体

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积极关系。在高相依性的团队

中, 个体有更多的机会与团队成员进行协同和合

作(Runhaar et al., 2014), 而个体在时间压力下也

更需要协同合作以实现既定目标(Kelly & Karau, 

1999)。因此, 在高相依性的团队中, 个体有更充

分的机会通过协同和合作的方式来应对时间压力, 

从而通过亲社会行为来获取或回馈团队成员的支

持(Deckop et al., 2003)。相比之下, 在相依性较低

的团队中, 个体在遇到时间压力时难以有足够的

机会和团队中其他成员进行交流合作, 从而难以

激发相应的互惠行为。此外, 在时间压力环境下, 

个体需要做出选择, 以最有效地使用有限的时间

资源(Folkman & Lazarus, 1985)。由于相依性较低

的团队缺少对他人的依赖 , 个体在面对压力时 , 

可能会优先选择保护自己的工作效率, 而非投入

时间和精力参与亲社会行为。综上所述, 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 (c): 团队相依性调节了时间压力与个

体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即当团队相依性较高

时, 时间压力与个体亲社会行为的正相关关系会

更强。 

第四, 团队相依性能够调节时间压力和个体

主动行为之间的积极关系。时间压力往往意味着

个体没有达到最合适的工作状态(Ohly & Fritz, 

2010), 在高相依性的团队中, 团队成员之间的工

作绩效常常相互影响, 个体会通过征求其他成员

的意见来实现对于工作方式的有效调整。因此 , 

在面临时间压力时, 个体将会主动与其他成员进

行沟通和协调, 这作为一种有效的时间压力应对

策略 , 可以帮助团队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 

即高相依性的团队使得个体展现变革导向行为的

可行性提升。相比之下, 低相依性的团往往意味

着大家对工作任务的共同理解不高(Johnson, 1973; 

Johnson & Johnson, 1989), 因此难以有效帮助面

临时间压力的个体实行主动行为以实现工作调整, 

这其实启动了时间压力下的消极应对策略。综上

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 (d): 团队相依性调节了时间压力与个

体主动行为之间的关系, 即当团队相依性较高时, 

时间压力与个体主动行为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 

2.5  评价来源的调节作用 

测量变量的方式主要分为自评和他评两种。

自评是指参与者根据量表的题目和内容自行选择

答案的评价方式, 他评主要是指由他人(上级或同

事)根据对被试的观察进行量化评估的评价方式。

先前的研究表明, 不同评价来源造成的差异不仅

仅是测量误差, 还包括对被评价对象提供了不同

但有意义的观点(Lance et al., 2010; Lance et al., 

1992)。也就是说, 以同一样本为被试, 即使其他

所有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均相同, 不同数据来源

的评价方式也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 (Carpenter 

et al., 2014)。因此, 本研究认为在探讨时间压力与

员工结果之间的关系时, 数据的评价来源是重要

的边界条件, 即时间压力与员工结果关系的强弱

可能随着评价来源的差异而发生变化。 

第一, 相对于他评的工作绩效而言, 时间压

力与自评的个体工作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更

强。首先, 他人在评估员工绩效过程中经常带着

一定的目的性, 不能准确反映员工的真实工作绩

效。例如管理者有时会夸大员工绩效以奖励他们

喜欢的下属, 而有时会降低绩效评级以惩罚叛逆

的下属 , 即使这名下属在其他方面表现良好

(Longenecker et al., 1987)。其次, 从信息处理的角

度来看, 组织中其他人观察到员工绩效的高低存

在差异, 甚至可能对绩效维度进行不同程度的加

权 , 从而导致绩效评估的不准确 (Jawahar & 

Williams, 1997)。最后, 从同源方法偏差角度来看

(Podsakoff et al., 2003), 都是自我评估的变量间

的关系可能会被放大, 并且大多数人倾向于将自

己的工作绩效评为高于平均水平。因此, 本研究

认为, 当工作绩效是自评时, 个体经历的时间压

力会被更积极地评估并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从

而与工作绩效表现出更强的正向关系。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 (a): 评价来源调节了时间压力与个体

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即数据为自评时, 时间压

力与个体工作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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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相对于他评的创新绩效而言, 时间压

力与自评的个体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更

强。首先, 创新通常始于“意识”阶段, 在这个阶段, 

个人既认识到有机会发挥创造力, 又形成潜在的

创新 (Anderson & King, 1991; Anderson et al., 

2014)。因此, 员工可能比他人(主管或同事)更能

判断新想法在工作环境中发挥创造性的程度(Ng 

& Feldman, 2012)。其次, 创新是一种自由裁量的

行为, 其目的是使组织受益(Axtell et al., 2000), 

而员工自己可能处于评估这些预期行为的强度或

频率的最佳位置。除非员工同时采取旨在获得主

管和同事认可的印象管理策略, 否则他人可能不

会注意到员工的创造性贡献(Janssen, 2000)。最后, 

新颖的想法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打破现状, 或给现

有的人际关系带来压力(Yuan et al., 2022)。因此, 

员工可能不愿意向主管或同事表达自己的想法 , 

这可能导致他人不能捕捉到那些故意被隐瞒的创

造性想法(Ng & Feldman, 2012)。综上所述, 当创

新绩效是自评时, 时间压力会被个体更积极地评

估, 从而与创新绩效的积极关系应该会更强。综

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 (b): 评价来源调节了时间压力与个体

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即数据为自评时, 时间压

力与个体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 

第三, 相对于他评的亲社会行为而言, 时间

压力与自评的个体亲社会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会更强。一方面, 亲社会行为由各种各样的行为

组成, 许多时候可能不容易被他人发现。例如组

织公民行为经常会逃过上级主管的注意(Organ & 

Konovsky, 1989), 而自评方式有助于捕捉到一些

其他评价者可能没有观察到的亲社会行为(Allen 

et al., 2000)。另一方面, 自评的亲社会行为经常由

于印象管理问题或社会期望而被夸大。因为当个

体被要求对参与组织成员所期望的积极工作行为

的程度进行评分时, 他们肯定会以积极的方式表

现自己。因此, 当亲社会行为是自评时, 个体会对

时间压力进行积极评估, 并采取以他人为导向的

应对措施, 此情境下的时间压力与亲社会行为的

积极关系应该会更强。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4 (c): 评价来源调节了时间压力与个体

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即数据为自评时, 时间

压力与个体亲社会行为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 

第四, 相对于他评的主动行为而言, 时间压

力与自评的个体主动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更

强。首先, 主动行为的影响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

间才能显现出来(Zhao et al., 2023), 这导致他人

不能及时观察到员工的主动行为, 从而错失对员

工主动行为的准确评价。另一方面, 同源方法偏

差(Podsakoff et al., 2003)也暗示着时间压力和自

评的主动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被放大。因此 , 

本研究认为, 当主动行为是自评时, 个体会以更

积极的方式评估经历的时间压力, 并在压力应对

过程中采取更多的主动行为, 从而导致时间压力

与主动行为表现出更强的正向关系。综上所述 ,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 (d): 评价来源调节了时间压力与个体

主动行为之间的关系, 即数据为自评时, 时间压

力与个体主动行为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强。 

综上所述, 本研究的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框架 
 

3  研究方法 

3.1  文献检索和筛选 

为了获取时间压力和员工结果的相关文献以

开展元分析 , 本研究采用以下步骤进行文献检

索。首先, 本研究在“EBSCO”、“ProQuest”和“中

国知网”数据库以摘要或标题中出现中文和英文

关键词为条件进行检索, 具体地, 工作绩效的检

索关键词包括“时间压力(Time pressure)”和“员工

绩 效 (Employee performance)” 或 “ 工 作 绩 效

(Work/Job performance)”; 创新绩效的检索关键词

包 括 “ 时 间 压 力 (Time pressure)” 和 “ 创 造 力

(Creativity)”、“创新行为(Innovative behavior)”、

“ 创 新 绩 效 (Creative performance)” 或 “ 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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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亲社会行为的检索关键词包括“时

间压力(Time pressure)”和“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组织公民行为 (OCB)”、“助人行为

(Helping behavior)”或“利他行为(Altruism)”; 主动

行为的检索关键词包括“时间压力(Time pressure)”

和 “主动行为 (Proactive behavior)”或 “积极行为

(Initiative behavior)”。文献检索的时间截止至

2022 年 12 月, 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文和硕博论

文。其次, 本研究进一步搜索了之前关于压力或

员工结果的元分析, 并逐一查阅了这些元分析的

参考文献列表, 包括 LePine 等(2005)、Podsakoff

等(2007)、Byron 等(2010)、Zhang 等(2019)和王佳

燕等(2022)。再次, 本研究也尝试获取未发表的文

章。通过这些方式, 最终查找到 14483 篇文献, 文

献的筛选流程如图 2 所示。最后, 在逐一审査初

步收集的文献后, 本研究剔除了一些文献, 筛选

标准包括: (1)重复文献、与主题无关的研究以及

非中英文研究; (2)非实证类研究(如理论文章或综

述研究); (3)没有提供检验时间压力与员工结果效

应量的足够数据(如相关系数表); (4)非个体层面

的样本, 因为本研究关注个体如何应对时间压力; 

(5)学生样本, 本研究关注工作情境中员工经历的

时间压力, 因此排除了学生样本。最终纳入元分

析的文献共有 78 篇, 包括 82 个独立样本和 25056

个被试。其中, 期刊论文 66 篇, 学位论文 12 篇。 

3.2  文献编码 

本研究按照严格的编码程序进行编码。首先, 

本研究录入了文献信息, 主要包括文献的作者、

年份、期刊和标题等信息。其次, 本研究录入了

每篇文献的变量信息和效应值信息 , 例如变量

名、相关系数和信度系数等。具体地, 工作绩效

的测量指标包括任务绩效(Task performance)、情

境绩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销售量(Overall 

sales revenues)以及产出(Productiveness)等; 创新

绩效的测量指标包括创造力(Creativity)、创新行

为(Innovative behavior)、创意产生(Idea generation)

以及创意实施(Idea implementation)等; 亲社会行

为的测量指标包括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

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助人行为(Helping behavior)以及利他行为(Altruism)

等; 主动行为的测量指标包括主动行为(Proactive 

behavior)和积极行为(Initiative behavior)等。最后, 

本研究根据文献提供的样本信息编码了文化差

异、团队相依性和评价来源等变量。为了保证编

码质量, 本次文献编码过程由 2 名编码者根据事

先确定的编码规则进行单独编码, 然后进行交叉

检验, 对有争议的文献进行小组讨论并达成一致。 

3.3  调节变量的测量 

文化差异。根据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以及文

化价值观的调查数据对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

主义)、长期导向(短期导向)进行编码。该调查数

据采用 1~100 分的标准, 本研究参照以往文献的

编码方式(王佳燕 等, 2022), 将 50 分作为界限划

分文化差异的高组和低组。其中低权力距离组包

括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瑞士和澳大利亚, 

高权力距离组包括中国(含港澳台)、法国、比利时、

土耳其、印度、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 个人主义

组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 

 

 
 

图 2  元分析文献检索和筛选流程 



47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2 卷 

 

 

美国、瑞士和澳大利亚, 集体主义组包括中国(含

港澳台)、土耳其、印度、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 短

期导向组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

时、美国、巴基斯坦、瑞士和澳大利亚, 长期导

向组包括中国(含港澳台)和印度。 

团队相依性。本研究对样本所在团队的特征

进行了编码, 得到团队相依性的测量。具体地, 对

于那些能够体现出低团队相依性的样本, 例如以

普通员工为样本的研究 , 本研究将其编码为 0, 

归类为低团队相依性组; 对于那些能够体现出高

团队相依性的样本, 例如以研发团队成员、管理

者或有明确团队边界的人员为样本的研究, 本研

究将其编码为 1, 归类为高团队相依性组。 

评价来源。参考以往研究的编码规则(王佳燕 

等, 2022), 本研究对因变量的评价来源(自评或他

评)进行了编码。具体地, 对于那些因变量是他评

的样本, 本研究将其编码为 0, 归类为他评组; 对

于那些因变量是自评的样本, 本研究将其编码为

1, 归类自评组。 

3.4  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 Hunter 和 Schmidt (2004)的方法

展开元分析, 并收集了变量的信度值用来纠正在

测量时间压力和员工结果变量时存在偏差的相关

系数观测值。本研究同时汇报了平均效应值和修

正测量误差后的平均效应值, 以及其对应的 95%

置信区间。 

4  数据结果 

4.1  主效应检验 

时间压力与个体工作结果的总效应分析见表

1。假设 1a 提出时间压力与个体工作绩效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 由表 1 可知, 时间压力与工作绩效

的正相关关系呈现出边缘显著(rc = 0.11, 90% CI 

= [0.02, 0.20]), 因此, 研究假设 1a 得到数据支持。

假设 1b 提出时间压力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的正

相关关系, 由表 1 可知, 时间压力与创新绩效的

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rc = 0.03, 95% CI = [−0.04, 

0.10]), 因此, 研究假设 1b 未得到数据支持。假设

1c 提出时间压力与个体亲社会行为之间的正相关

关系, 由表 1 可知, 时间压力与亲社会行为呈现

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c = 0.08, 95% CI = [0.0002, 

0.16]), 因此, 研究假设 1c 得到数据支持。假设

1d 提出时间压力与个体主动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

系, 由表 1 可知, 时间压力与主动行为呈现出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rc = 0.20, 95% CI = [0.11, 0.29]), 

因此, 研究假设 1d 得到数据支持。 

4.2  文化差异的调节效应检验 

假设 2a 提出了文化差异对时间压力与个体

工作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由表 2 可知, 对处在

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文化背景中的

个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工作绩效呈现出不显著的

相关关系(rc = 0.04, 95% CI = [−0.08, 0.16]; rc = 

0.04, 95% CI = [−0.08, 0.16]; rc = 0.05, 95% CI = 

[−0.05, 0.15]), 而对处在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和

长期导向文化背景中的个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工

作绩效也呈现出不显著的相关关系 (rc = 0.08, 

95% CI = [−0.06, 0.21]; rc = 0.08, 95% CI = [−0.06, 

0.21]; rc = 0.12, 95% CI = [−0.03, 0.26]), 并且 Q 检

验显示二者的差异也都不显著(QB = 0.09, p = 0.76; 

QB = 0.09, p = 0.76; QB = 0.22, p = 0.64), 因此, 研

究假设 2a 未得到数据支持。 

假设 2b 提出了文化差异对时间压力与个体

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由表 2 可知, 对处在

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文化背景中的

个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创新绩效呈现出不显著的

相关关系(rc = 0.06, 95% CI = [−0.04, 0.16]; rc = 

 

表 1  时间压力与个体工作结果的总效应 

因变量 k N ru rc SD 95% CI 

时间压力−工作绩效 22 4712 0.10 0.11† 0.25 [−0.01, 0.22] 

时间压力−创新绩效 44 14694 0.03 0.03 0.23 [−0.04, 0.10] 

时间压力−亲社会行为 11 3463 0.06 0.08* 0.12 [0.0002, 0.16] 

时间压力−主动行为 13 3172 0.17 0.20* 0.15 [0.11, 0.29]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k = 研究量, N = 样本量, ru = 加权平均效应值, rc = 修正测量误差后的加权平均效应值, 

SD = rc 的标准差, 95% CI = rc 的 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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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文化差异对时间压力的调节效应 

因变量 调节变量 k N ru rc SD 95% CI QB 

时间压力−工作绩效 

低权力距离 6 805 0.04 0.04 0.13 [−0.08, 0.16] 
0.09 

高权力距离 10 2950 0.06 0.08 0.21 [−0.06, 0.21] 

个人主义 6 805 0.04 0.04 0.13 [−0.08, 0.16] 
0.09 

集体主义 10 2950 0.06 0.08 0.21 [−0.06, 0.21] 

短期导向 7 1131 0.04 0.05 0.10 [−0.05, 0.15] 
0.22 

长期导向 7 2183 0.10 0.12 0.19 [−0.03, 0.26] 

时间压力−创新绩效 

低权力距离 11 2826 0.05 0.06 0.15 [−0.04, 0.16] 
3.12 

高权力距离 30 11135 0.03 0.03 0.25 [−0.06, 0.12] 

个人主义 12 3007 0.03 0.04 0.16 [−0.05, 0.14] 
1.82 

集体主义 29 10954 0.03 0.03 0.25 [−0.06, 0.13] 

短期导向 12 3007 0.03 0.04 0.16 [−0.05, 0.14] 
1.93 

长期导向 28 10703 0.03 0.03 0.25 [−0.07, 0.12] 

时间压力−亲社会行为 

低权力距离 3 879 0.02 0.03 0.12 [−0.12, 0.18] 
0.38 

高权力距离 6 1559 0.11 0.14* 0.12 [0.03, 0.24] 

个人主义 3 879 0.02 0.03 0.12 [−0.12, 0.18] 
0.38 

集体主义 6 1559 0.11 0.14* 0.12 [0.03, 0.24] 

短期导向 5 1326 0.02 0.03 0.15 [−0.11, 0.18] 
1.90 

长期导向 4 1112 0.14 0.17* 0.04 [0.10, 0.24] 

时间压力−主动行为 

低权力距离 7 1659 0.20 0.24* 0.00 [0.19, 0.28] 
0.53 

高权力距离 3 1010 0.10 0.11 0.20 [−0.13, 0.35] 

个人主义 7 1659 0.20 0.24* 0.00 [0.19, 0.28] 
0.53 

集体主义 3 1010 0.10 0.11 0.20 [−0.13, 0.35] 

短期导向 7 1659 0.20 0.24* 0.00 [0.19, 0.28] 
0.53 

长期导向 3 1010 0.10 0.11 0.20 [−0.13, 0.35] 

注: ** p < 0.01, * p < 0.05。k = 研究量, N = 样本量, ru = 加权平均效应值, rc = 修正测量误差后的加权平均效应值, SD = rc 的

标准差, 95% CI = rc 的 95%置信区间。 

 

0.04, 95% CI = [−0.05, 0.14]; rc = 0.04, 95% CI = 

[−0.05, 0.14]), 而对处在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和

长期导向文化背景中的个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创

新绩效也呈现出不显著的相关关系 (rc = 0.03, 

95% CI = [−0.06, 0.12]; rc = 0.03, 95% CI = [−0.06, 

0.13]; rc = 0.03, 95% CI = [−0.07, 0.12]), 并且 Q 检

验显示二者的差异也是不显著的(QB = 3.12, p = 

0.08; QB = 1.82, p = 0.18; QB = 1.93, p = 0.16)。因

此, 研究假设 2b 未得到数据支持。 

假设 2c 提出了文化差异对时间压力与个体

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由表 2 可知, 对处

在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文化背景中

的个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亲社会行为呈现出不显

著的相关关系(rc = 0.03, 95% CI = [−0.12, 0.18]; rc 

= 0.03, 95% CI = [−0.12, 0.18]; rc = 0.03, 95% CI = 

[−0.11, 0.18]), 而对处在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和

长期导向文化背景中的个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亲

社会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c = 0.14, 

95% CI = [0.03, 0.24]; rc = 0.14, 95% CI = [0.03, 

0.24]; rc = 0.17, 95% CI = [0.10, 0.24]), 但是 Q 检

验显示二者的差异都不显著(QB = 0.38, p = 0.54; 

QB = 0.38, p = 0.54; QB = 1.90, p = 0.17), 因此, 研

究假设 2c 得到部分支持。 

假设 2d 提出了文化差异对时间压力与个体

主动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由表 2 可知, 对处在

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文化背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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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主动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rc = 0.24, 95% CI = [0.19, 0.28]), 而对

处在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文化背景

中的个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主动行为呈现出不显

著的相关关系(rc = 0.11, 95% CI = [−0.13, 0.35]), 

但是 Q 检验显示二者的差异都不显著(QB = 0.53, 

p = 0.47), 因此, 研究假设 2d 得到部分支持。 

4.3  团队相依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假设 3a 提出了团队相依性对时间压力与个

体工作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由表 3 可知, 对处

在高相依性团队中的个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工作

绩效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c = 0.29, 95% CI = 

[0.16, 0.42]); 相反, 对处在低相依性团队中的个

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工作绩效呈现出不显著的相

关关系(rc = 0.02, 95% CI = [−0.11, 0.14]), 并且 Q

检验显示二者的差异是显著的 (QB = 4.10, p = 

0.04), 因此研究假设 3a 得到了数据支持。 

假设 3b 提出了团队相依性对时间压力与个

体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由表 3 可知, 对处

在高相依性团队中的个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创新

绩效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c = 0.13, 95% CI = 

[0.05, 0.21]); 相反, 对处在低相依性团队中的个

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创新绩效呈现出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rc = −0.10, 95% CI = [−0.20, −0.003]), 并

且 Q 检验显示二者的差异是显著的(QB = 9.52, p < 

0.01), 因此研究假设 3b 得到了数据支持。 

假设 3c 提出了团队相依性对时间压力与个

体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由表 3 可知, 对

处在高相依性团队中的个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亲

社会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c = 0.11, 95% 

CI = [0.01, 0.22]); 但对处在低相依性团队中的个

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亲社会行为的正相关关系并

不显著(rc = 0.04, 95% CI = [−0.06, 0.15]), 并且 Q

检验显示二者的差异也不显著 (QB = 0.95, p = 

0.33), 因此, 研究假设 3c 得到部分支持。 

假设 3d 提出了团队相依性对时间压力与个

体主动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由表 3 可知, 对处

在高相依性团队中的个体而言, 时间压力与主动

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c = 0.20, 95% CI = 

[0.12, 0.27]); 但对处在低相依性团队中的个体而

言, 时间压力与主动行为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rc = 0.20, 95% CI = [0.08, 0.33]), 但 Q 检验显

示二者的差异也不显著(QB = 0.30, p = 0.58), 因

此, 研究假设 3d 未得到数据支持。 

4.4  评价来源的调节效应检验 

假设 4a 提出了评价来源对时间压力与个体

工作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由表 4 可知, 对他评

的样本而言, 时间压力与工作绩效呈现出不显著

的相关关系(rc = 0.03, 95% CI = [−0.11, 0.17]; 相

反, 对自评的样本而言, 时间压力与工作绩效呈

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c = 0.14, 95% CI = [0.001, 

0.29]), 但 Q 检验显示二者的差异并不显著(QB = 

0.24, p = 0.63), 因此, 研究假设 4a 得到部分支持。 

假设 4b 提出了评价来源对时间压力与个体

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由表 4 可知, 对他评

的样本而言, 时间压力与创新绩效呈现出不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rc = −0.06, 95% CI = [−0.17, 0.06]), 

对自评的样本而言, 时间压力与创新绩效呈现出 

 

表 3  团队相依性对时间压力的调节效应 

因变量 调节变量 k N ru rc SD 95% CI QB 

时间压力−工作绩效 
低团队相依性 14 3059 0.02 0.02 0.23 [−0.11, 0.14] 

4.10* 
高团队相依性 8 1653 0.25 0.29* 0.18 [0.16, 0.42] 

时间压力−创新绩效 
低团队相依性 21 6079 −0.08 −0.10* 0.22 [−0.20, −0.003] 

9.52**
高团队相依性 23 8615 0.11 0.13* 0.19 [0.05, 0.21] 

时间压力−亲社会行为 
低团队相依性 5 1639 0.03 0.04 0.11 [−0.06, 0.15] 

0.95 
高团队相依性 6 1824 0.09 0.11* 0.12 [0.01, 0.22] 

时间压力−主动行为 
低团队相依性 9 2495 0.18 0.20* 0.18 [0.08, 0.33] 

0.30 
高团队相依性 4 677 0.16 0.20* 0.00 [0.12, 0.27] 

注: ** p < 0.01, * p < 0.05。k = 研究量, N = 样本量, ru = 加权平均效应值, rc = 修正测量误差后的加权平均效应值, SD = rc

的标准差, 95% CI = rc 的 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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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评价来源对时间压力的调节效应 

因变量 调节变量 k N ru rc SD 95% CI QB 

时间压力−工作绩效 
他评 8 1403 0.03 0.03 0.19 [−0.11, 0.17] 

0.24 
自评 14 3309 0.13 0.14* 0.27 [0.001, 0.29] 

时间压力−创新绩效 
他评 14 3420 −0.05 −0.06 0.21 [−0.17, 0.06] 

1.09 
自评 30 11274 0.06 0.06 0.23 [−0.02, 0.15] 

时间压力−员工行为 
他评 4 1120 0.02 0.03 0.12 [−0.10, 0.17] 

2.88† 
自评 19 5416 0.13 0.16* 0.15 [0.09, 0.24]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k = 研究量, N = 样本量, ru = 加权平均效应值, rc = 修正测量误差后的加权平均效应值, 

SD = rc 的标准差, 95% CI = rc 的 95%置信区间。 

 

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c = 0.06, 95% CI = [−0.02, 

0.15]), 且 Q 检验显示二者的差异不显著(QB = 

1.09, p = 0.30), 因此研究假设 4b 未得到数据支持。 

假设 4c 和 4d 提出了评价来源对时间压力与

员工行为(亲社会行为和主动行为)关系的调节作

用。由于亲社会行为和主动行为的他评样本较少, 

本研究在分析时将两个变量合并到一起进行分

析。由表 4 可知, 对他评的样本而言, 时间压力与

员工行为呈现出不显著的相关关系 (rc = 0.03, 

95% CI = [−0.10, 0.17]); 但对自评的样本而言 , 

时间压力与员工行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c = 

0.16, 95% CI = [0.09, 0.24]), 并且 Q 检验显示二者

的差异是边缘显著的(QB = 2.88, p = 0.09), 因此, 

研究假设 4c 和 4d 得到部分支持。 

4.5  补充分析 

为了更好地验证团队相依性的调节作用, 本

研究补充了原始文献测量变量在团队层面的样本, 

以补充验证团队相依性的理论假设。具体地, 对

那些测量在个体层面的样本, 本研究将其编码为

0, 对那些测量在团队层面的样本, 本研究将其编

码为 1。通过对团队层面的文献查找, 本研究只编

码了创新绩效, 因为工作绩效、亲社会行为和主

动行为的文献中团队层面的样本量太少或者尚未 

 

出现团队层面的测量。分析结果见表 5, 具体地, 

对个体层面的样本而言, 时间压力与创新绩效呈

现出不显著的相关关系(rc = 0.03, 95% CI = [−0.04, 

0.10]); 但对团队层面样本而言, 时间压力与创新

绩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c = 0.25, 95% CI = 

[0.13, 0.37]), 并且 Q 检验显示二者的差异是边缘

显著的(QB = 3.20, p = 0.07)。因此, 该结果进一步

支持了团队相依性对时间压力−创新绩效关系的

调节作用。 

5  讨论 

本研究基于压力交易理论探讨了时间压力对

个体的作用效果 , 元分析结果显示 , 第一 , 时间

压力对个体工作绩效、亲社会行为和主动行为有

显著正向影响 ,  但对创新绩效没有显著正向影

响。第二, 本研究还检验了文化差异、团队相依

性和数据来源对时间压力的调节作用。具体地 , 

首先, 在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背景

下, 时间压力与个体亲社会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 而在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短期导

向背景下, 时间压力与个体主动行为呈现出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其次, 相对于低团队相依性而言, 

在高团队相依性情境中, 时间压力与个体工作绩 

表 5  测量层面对时间压力的调节效应 

因变量 调节变量 k N ru rc SD 95% CI QB 

时间压力−创新绩效 
个体层面 44 14694 0.03 0.03 0.23 [−0.04, 0.10] 

3.20† 
团队层面 6 1089 0.22 0.25* 0.13 [0.13, 0.37]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k = 研究量, N = 样本量, ru = 加权平均效应值, rc = 修正测量误差后的加权平均效应值, 

SD = rc 的标准差, 95% CI = rc 的 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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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创新绩效以及亲社会行为之间呈现出更为积

极的相关关系 ; 最后 , 相对于他评的数据而言 , 

时间压力与自评的工作绩效和员工行为之间呈现

出更为积极的相关关系。 

5.1  主效应 

第一, 本研究结论拓展了时间压力与员工结

果的相关文献。以往研究认为, 个体通常会对时

间压力进行挑战性评估(Cavanaugh et al., 2000), 

并预期它会带来积极的结果(Ohly & Fritz, 2010)。

这是因为, 个体会认为克服挑战性压力会带来晋

升及未来成长等方面的收益与回报, 从而在工作

中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Webster et al., 2011)。本研

究的元分析结果也表明, 个体面对时间压力时会

表现出较高的工作绩效和更多的主动行为和亲社

会行为 , 从而化解时间压力可能带来的消极影

响。这意味着, 从工作绩效、亲社会行为和主动

行为的角度来看, 个体倾向于对时间压力进行挑

战性评估, 这支持了压力交易理论的观点, 是对

该理论应用范围和效果的验证。进一步地, 本研

究也发现, 个体在应对时间压力时, 通常会展现

出较多的主动行为 , 其次是努力提升工作绩效 , 

最后是做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究其原因, 本研究

认为, 在应对时间压力时, 主动行为将是个体最

有可能启动的自我调节和应对机制, 其目的是让

个体尽快适应时间压力的刺激。而当个体逐渐适

应了时间压力所来带的变化后, 他们可能开始追

求工作绩效的提升, 以满足任务完成的需要。最

后, 当个体能够成功应对时间压力后, 他们有了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社会关系和他人的需求, 

并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和提高社会技能, 以

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时间压力。因此, 这为时间压

力对员工结果的影响大小或顺序提供了一个新的

证据和拓展方向, 即时间压力启动个体的压力评

估和应对机制后, 会以不同程度的绩效或行为结

果来展现应对策略, 这些值得未来研究展开更多

的深入探讨。 

第二, 本研究结论丰富了时间压力与员工创

新绩效的相关研究。在以往研究中, 理论上时间

压力通常被积极评估(Cavanaugh et al., 2000)并被

预期有益于员工创新绩效。但本研究的结论表明, 

时间压力与员工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

著。这意味着, 尽管我们期望时间压力可以驱动

员工提高其创新绩效 ,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

此。一方面, 从员工创新绩效的角度来看, 时间压

力并不能总被积极地评估并带来有益结果。这也

符合一些研究发现, 例如, 过度的时间压力可能

会削弱个体的创新绩效, 因为在时间压力过大的

情况下, 员工可能会陷入“创新麻痹”的状态, 并

选择采用更保守和更少创新的策略来应对压力 , 

从而降低其创新绩效(Amabile et al., 2002; Baer & 

Oldham, 2006)。另一方面, 这一发现也暗示着可

能在某些情况下, 例如创新绩效, 即使将压力视

为挑战, 也可能不会对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这

进一步丰富了压力交易理论, 说明积极评估并不

总会带来积极的应对策略, 而这是以往文献中鲜

有探讨并值得未来研究深入解释的重要视角。总

的来说, 本研究的结果强调了不要过度依赖时间

压力来驱动员工的创新绩效。 

5.2  调节效应 

第一, 文化差异对时间压力与不同员工结果

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一致的影响效应。首先, 对

工作绩效和创新绩效而言, 文化差异的调节作用

并不显著, 即时间压力与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不

受文化差异的影响。究其原因, 在不同文化背景

下 , 员工可能面临类似的绩效要求 (Earley & 

Gibson, 2002; Leung et al., 2005), 对时间压力产

生相似的心理反映, 从而表现出无差异的绩效结

果。其次, 对于亲社会行为而言, 数据结果显示, 

在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的文化背景

中, 时间压力与个体亲社会行为的正相关关系更

强。这表明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的

文化背景能够给个体提供应对时间压力的支持和

资源, 从而帮助个体展现出更多积极互惠的亲社

会行为。最后, 对于主动行为而言, 数据结果显示, 

在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的文化背景

中 , 时间压力与个体主动行为的正相关关系更

强。这暗示着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

的文化更有利于员工打破现状并参与到主动变革

的过程中, 从而表现出较高的主动行为。 

第二, 本研究从团队功能观视角验证了团队

相依性的积极作用。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不

同团队相依性情境下的时间压力与员工结果之间

的关系强度存在差异。在高团队相依性的情境中, 

时间压力与工作绩效、创新绩效以及亲社会行为

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尤其是对工作绩效和

创新绩效而言, 高和低团队相依性情境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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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与员工绩效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相对于个

人而言, 团队成员通过相互理解和工作分担更能

满足处理复杂的问题和不断变化的需求(Runhaar 

et al., 2014)。Hülsheger 等(2009)的元分析也发现, 

创新的测量层面调节了团队过程变量与创新绩效

之间的关系 , 具体的 , 相比个人创新绩效而言 , 

团队过程变量(例如创新支持和任务导向等)与团

队创新绩效的关系更为密切。循此逻辑, 本研究

也进一步证明当个体处于相依性比较高的团队中

时, 时间压力能够被化解从而促进员工积极工作

结果。因此, 本研究结果从团队功能观角度为化

解时间压力从而促进员工积极工作结果提供了一

个新的理论视角。 

第三,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自评数据会放大时

间压力与员工结果之间的关系。数据评价来源的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相对于他评的员工结果

而言, 时间压力与自评的工作绩效、亲社会行为

和主动行为之间的关系均正向显著。但对于创新

绩效而言, 相对于他评数据来源, 时间压力与自

评的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确实, 不

同评价来源会造成测量误差(Lance et al., 2010; 

Lance et al., 1992), 例如同源偏差和印象管理策

略等, 从而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Carpenter et al., 

2014)。尤其是个体在自我评价过程中往往存在着

“好人”效应, 这虽然突出了时间压力被评估为挑

战性压力的可能性, 但同时也会造成不准确的自

我评价结果。因此, 在未来研究中, 研究者应尽量

避免同源偏差, 更多的采用他评和自评相结合的

方式获取员工行为结果和绩效结果的数据, 以保

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5.3  研究启示与研究局限 

本研究有着重要的研究启示, 首先, 本元分

析证明时间压力有益于员工的工作绩效、亲社会

行为和主动行为, 但时间压力与员工创新绩效的

直接效应并不显著。这启示组织管理者在设置截

止时间时需要考虑更多的情境因素, 不能单纯地

依赖于时间压力完全有利于或有害于员工绩效或

行为的观点, 要审时度势地综合考虑。例如, 涉及

到提升员工创新绩效时, 需要给员工一定的时间

宽裕度, 否则可能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但如果是

为了促进员工的工作绩效、亲社会行为或主动行

为, 则可以给予适当的时间压力。其次, 本研究发

现文化差异对于时间压力与员工结果之间的调节

效应不尽相同, 因此需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根据

不同员工结果采取不同的时间管理策略, 从而最

大化员工的积极结果。再次, 本研究还发现, 当团

队相依性较高时, 时间压力能够对员工行为和绩

效产生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强调了团队成员间相

互依赖的重要性。作为组织基石的团队在促进个

体和组织绩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 

团队成员间的相互沟通和协作有助于化解时间压

力带来的消极影响, 从而对员工行为和绩效产生

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 本研究证明了时间

压力与自评的员工结果变量之间会呈现出更为积

极的关系, 表明数据评价来源确实会产生一定程

度的测量误差。这启示未来研究者需要采取多种

来源的测量方式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总之, 

本研究结论为组织管理者如何管理时间压力以

更好地促进员工绩效和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和借鉴。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研究局限, 首先, 本研究

仅探讨了时间压力与员工绩效和行为之间的边界

条件, 尚未分析这些关系背后的理论机制。因此, 

后续研究可以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时间压力对员

工结果产生不同影响的中介机制, 以进一步丰富

和拓展理论研究。其次, 受限于已有文献, 本研究

仅根据文献所提供的样本特征来对团队相依性进

行编码 , 这可能制约团队相依性调节作用的探

讨。因此, 后续研究可以采用直接测量团队相依

性的方式对这一结论进行重复验证。再次, 由于

团队层面的样本不足, 本研究仅探讨了个体层面

的时间压力, 未来实证研究可以在团队层面更深

入探讨时间压力对团队绩效或团队行为的影响。

最后, 本研究对于主效应的分析发现, 时间压力

对主动行为、工作绩效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大小

有所不同, 但本研究没有进一步分析时间压力产

生差异性影响的原因。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讨时

间压力影响不同员工结果的大小或顺序, 从而丰

富时间压力对个体的作用效果研究。 

6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元分析整合己有实证研究, 结果

显示: 第一, 时间压力对个体工作绩效、亲社会行

为和主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对创新绩效没

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 文化差异对时间压力与

员工绩效的调节效应不尽相同, 在高权力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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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背景下, 时间压力与个体亲

社会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而在低权力

距离、个人主义和短期导向背景下, 时间压力与

个体主动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三 , 

相对于低团队相依性而言, 在高团队相依性情境

中, 时间压力与个体工作绩效、创新绩效以及亲

社会行为之间呈现出更为积极的相关关系。尤其

是对员工绩效而言, 团队相依性显著调节了时间

压力与员工绩效(工作绩效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

系。第四, 相对于他评的数据而言, 时间压力与自

评的工作绩效和员工行为之间呈现出更为积极的

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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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ime pressure on individual work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YUAN Yue, WU Zhiming, XIE Qiush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ime pressure is very common and important in the workplace, there has been no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ow time pressure affects employee performance and 

behavioral outcomes. A meta-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ime pressure 

and employee outcomes with 82 independent samples from 78 studies (N = 25056).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ime pressur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ndividual job performance,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roactive behavior, but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nnovative performance was not significant. Further,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team interdependence, and rating sources. 

The data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 power distance, collectivism, and 

long-term orientation, time pressur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ndividual prosocial behavior; 

whi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 power distance, individualis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 time pressur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ndividual proactive behavior. Second, compared with low team 

interdependence, in the context of high team interdependence, time pressure showed a mor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ndividual job performanc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Finally, 

compared to other-evaluated data, time pressure had a mor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elf-evaluated 

employee job performance and behavior outcomes. This meta-analysis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d 

reliable conclusion for the impact of time pressure on individual work outcomes, and also offer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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